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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规则、组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
新内生解释

——基于江苏省多案例研究

姚佩欣，葛笑如*

（南京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不仅要构建产权关系明

晰、治理架构科学、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还应积极探索实现新型集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路径。基于新内生发展理论，构建外部生产要素通过资源、规则和

组织三种路径嵌入村庄并有效激活内部生产要素发展潜力的理论框架，深入探讨江苏省 4
个典型案例村 4种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即引入外部人力资本进行农旅综合开发、引入启动资

本举办合作农场、引入外部农业企业开展村企联建、整合资源抱团发展的集体经济发展的

创新路径。研究结果表明：资源嵌入为村庄提供稀缺资源并实现内外资源优化配置，规

则嵌入为外部资源进入村庄以及资源整合提供基本行动框架，组织嵌入旨在减少交易

成本并提升内外部资源生产效益。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新内生发展的底层逻辑可以概括

为资源有效互补的发展基础，与组织载体相匹配的治理机制以及多元主体激励相容的

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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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巩固提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构建产权关系明晰、治理架

构科学、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探索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

多样化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这为各地开展相关探索提供了明确的政策导向。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构建产权明晰、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近些年来，各

地通过上述多样化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已经做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促进了集体经济的发

展。截至2022年底，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总额达到9.14万亿元，村均资产1295.4万元。但是，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空壳化”、集体收益入不敷出等问题[1]仍然较为突出。据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

司统计，2022年全国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收益为 2526.2449亿元，而当年国家投入的各类补助高达

1544.5374亿元；经营性收益在 10万元以下以及无收益的村庄数量占比高达 37.3%，其中超过 1/5的

村当年没有收益①。农村集体经济对上级政府的各类补助依赖性较大，经营性收入占比仅为

37.6%[2]。如何拓宽集体经济组织收入渠道，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增加经营性收入，实现可持续发展，

仍然是现在及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发展研究的重要课题。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问题，不同学科的学者都进行了深入探索。一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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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结合典型案例，基于公共治理[2]、协同理论[3]、赋权增能[4]等理论分析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运营机制

和发展路径，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学的视野中，资源要素一直都是发

展农村集体经济的重点。既有研究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盘活村庄原有土地、山林和其他集

体资产，以收取租金或入股等方式实现资源保值增值[5]；通过村庄强力的行政动员和人力资本提升促

进集体经济发展[6]；村庄自有资源的资本化是实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生态资源、民俗资

源等乡村特色资源的开发可以助力乡村实现集体经济的跃升[7]。马平瑞等研究发现，在村庄资源匮

乏和外来项目资源零输入的情况下，依靠行政动员的强激励和引入劳动密集型农业企业，把企业生

产嵌入农民生产中，依然可以实现内生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8]。与这种强调内部生产要素和发展动

员机制不同，一些学者更早关注到一些资源匮乏型的村庄，通过紧抓政府帮扶项目[9]以及其他政策支

持，也能实现集体经济发展目标[10]。

但是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实践中，单纯依靠内部资源或外部资源的发展已经不太现实。中

央和地方政府的错位支持是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但是要避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只关注眼前项

目资源的获取而忽视内生能力建设的问题[11]；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是管理、技术、资本与集体资产资源

组合生产的过程，政策资源投入，要有配套的管理、技术等要素协同投入，否则集体经济生产效率也

很难提升，易陷入“没有发展的增长之中”[12]。所以，探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需要关注村庄内

外部发展要素、“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13]的双向视野，促进城乡优势资源要素融合，优化要

素配置，实现资源协同效应[14]，提升农村集体经济内生发展动力。这就是近些年兴起的新内生发展理

论观点，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研究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王海英等认为，促进农村集体经济

有效发展，对内需要借助乡贤权威、合理化配置股权，形成内源式整合，对外需要拓展外部要素合

作[15]。也有一些学者不仅注意到了内外部资源整合问题，还进一步揭示了内外部资源的相互作用

机制。比如，杜志雄等认为，重塑和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应当激活内源性的多种治理资源，提升

乡村资源与国家资源下乡的合力[16]。岳晓文旭等认为，乡村能人带来的社会资本能够引入外部资

源，进而启动乡村产业发展，以“外发促内生”[17]。与前述注重乡村内外部资源及其联动有所不同，

范志雄等的研究侧重于建构一个社区内外主体之间、城乡之间良性互动的新内源发展行动方案，注

重行动主体在资源重构、产业发展以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8]。

基于上述文献梳理可知，新内生发展理论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已有文

献为本文提供了一定研究基础，但尚有深入研究的空间，比如，村庄外部资源通过哪些途径和方式嵌

入村庄？具体如何嵌入？农村集体经济新内生发展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还缺乏系统

研究，特别是新内生发展的内外部资源分析、实现路径和发展机制的多样性分析还比较薄弱。基于

此，基于新内生发展理论分析框架，在实证调研基础上，结合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四个典型案

例，分析内外部资源的类型、特点、嵌入路径、融合的组织载体以及治理机制，尝试寻找出农村集体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一般规律。

一、新内生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1.新内生发展理论的形成

在乡村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国内外主要出现了三种解释乡村发展的理论。一是外生性发展理

论。面对二战后乡村发展的停滞及粮食短缺问题，外生性发展理论主张依靠乡村外部力量推动农业

生产的快速发展。美国对欧洲地区以及日本的援助为这一理论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实践基础。二是

内生发展理论。外生发展理论强调乡村外部力量对乡村发展的影响作用，但是在这一发展模式下，

乡村不仅失去了大量的土地、人力等生产要素，而且乡村的文化、生态环境也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弊

端日益显现。在此背景下，20世纪 80 年代产生了以本地化社会动员行动为核心的内生发展理论。

内生发展理论强调自下而上、自力更生、依靠本地资源和知识谋发展[19]。其发展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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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瑞典Dag Hammarskjöld财团在联合国经济特别会议上所作的报告“what now”[20]。此后，日本

学者鹤见和子在分析日本农村发展模式并在比较中国苏南农村发展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了内

生发展理论，强调充分利用乡村土地、劳动力、生态环境等要素实现自主性发展，同时认为应该排斥

外部力量[21]。三是新内生发展理论。由于内生发展理论排斥外部力量，实践中出现了众多追求内生

发展的乡村陷入衰落困顿的案例，从而引发人们对该理论的质疑，为新内生发展理论的形成提供了

现实的驱动力。Ray在新内生发展理论建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22]。与传统的内生和外生发展模

式相比，新内生发展理论提供了一个更为综合和多维度的视角。其理论主张包括：社区在发展过程

中既要依赖自身的资源和能力，也要吸引和整合外部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社区不再是被动的接受

者，而是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参与者和决策者，社区成员的参与和共识形成被视为发展成功的关键因

子[23]；除了经济资本，地方文化、传统、社会网络和知识都被视为促进发展的重要资源；政府、企业、学

术界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非常重要，只有通过跨界合作，社区才能被激发出发展潜力，因此，社

区需要建立学习和创新机制，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由此，强调乡村内部力量与外部力量互

动的新内生发展理论应运而生并获得广泛应用[24]。

2.基于新内生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分析框架

新内生发展强调内生动力是乡村发展的根本，外源动力是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手段，实现由外

源动力主导向内生动力主导的转换是实现新内生发展的关键[25]。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只不过是中国乡

村发展实践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关于乡村的新内生发展理论分析一般也适用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研究。

（1）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内生资源。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内生资源大致可以分为四类：①乡村

自然资源。包括耕地、养殖水面、湿地、林地、滩涂、河流湖泊等各类资源。②乡村产业和文化资源。

主要包括产业基础及主导产业、地方特色产业、乡村历史文化资源等。③乡村资产。包括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集体房产、设施设备等有形资产，也包括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的存量资金。④乡村人力

资源。包括能工巧匠、返乡大学生、经济精英、新乡贤以及乡村管理人才等各类人才。

（2）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外部资源。新内生发展理论认为乡村外部力量是实现乡村内生发展的

条件[26]。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可以依赖的外部资源主要包括如下几类：①项目资金。比如，美丽乡村和

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项目资金。②金融支持资金。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施特定项目所获得的社

会融资、农民小规模养殖获得的小额信贷等资金。③外部人力资本。如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

作队人员，返乡的退休公职人员和企业经营者等。④外部技术支持。外聘的专家学者，村企联建、村

校合作带来的技术支持等。⑤社会资本。包括企业、机构和个人投资和捐助的有形资本，也包括社

会网络、关系等无形的资本。

（3）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内生发展分析框架。新内生发展理论强调乡村发展的内外部力量有效互

动[27]。关键问题在于，外部资源如何进一步激发内生资源的潜力从而实现有效发展。基于农村集体

经济发展案例的深描和新内生发展理论的剖析，建构起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内生分析框架，揭示

外部资源嵌入村庄并与内部资源组合生产、优化配置的机制，以及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底层逻辑。

这个分析框架的核心在于影响乡村发展的外部力量通过资源嵌入、规则嵌入和组织嵌入三种路径，

撬动和激活村庄内生资源，增强村庄内生发展动力，实现了资源有效配置和集体增收的目标

（见图1）。

“嵌入”这一概念最早由卡尔·波兰尼创新性提出，用以分析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相互进入对方

体系的一种融合状态[28]。本文借用“嵌入”概念，用来描述外部资源进入村庄内部并激活内部资源，实

现内外部资源融合、优化配置的路径和方式。资源嵌入是最直观最常见的形式，通过外部资源投入，

实现乡村内外部资源有效互补和高效配置。比如，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地方政府往往选择自然条件

优越或者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的村庄，通过村庄申报，下拨财政资金用于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景观改

造、历史挖掘和文化提升，既满足当地居民对生活质量提升的期待，又推动乡村文旅产业的发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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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济带来稳定和长期的收入来源。资源嵌入强调了外部资源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通过

有针对性地引入和整合，弥补村庄发展“短板”，突破村庄单独依靠自身发展存在的局限性，破解内卷

化问题[29]，为农村带来新的发展机会和经济增长点。

规则嵌入是将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规章制度、法律政策、准则规范嵌入农村集体经济的决策

与运营过程中，以引导、规范和激励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主体的行为，以制度化形式为农村集体经济

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新内生发展理论从内外部力量有效互动的角度，强调了规则嵌入的重要性。

规则嵌入提供了一系列明确的行为准则和制度安排，以确保农村集体经济的活动和决策与其长远

目标和战略一致，为村庄内外部发展要素设置整合优化的规则规范；为多元主体之间的对话和协商

创造条件，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主体之间的信任和合作；提供政策支持，鼓励农村集体经济实体

创新发展。规则嵌入的核心价值在于其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可预测的操作框架，从

而使得各主体能够更加明确地理解和响应外部环境的变化，精准且高效地整合村庄内外部资源

要素。

组织嵌入关注组织在乡村组织场域中的位置和角色及其与其他组织之间正式和非正式联系。

组织嵌入是指某个组织（包括代表组织的个人、平台机构）在一个多层次多主体的系统中如何与其他

组织、个体、资源或环境建立互动性的联系。在集体经济发展中，嵌入村庄的组织（个人或平台机构）

与政府部门、政策制定者以及其他机构建立交互关系，与村庄内部各类主体、其他组织和资源提供者

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嵌入的组织（个人或平台机构）是否认同村庄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与村庄内外

各类主体、资源、环境建立的关系如何，都影响到村庄内外部发展要素的优化配置效率以及发展的潜

力。所以，组织嵌入（个人或平台机构）在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内生发展框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

色。它不仅连接了乡村的内外部资源，而且其嵌入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影响到资源流动、知识传递和

合作效应，进而决定农村集体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发展势头。

上述三种嵌入路径，呈现一种由简及繁的发展过程。在内外多主体多要素参与的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发展模式中，三种嵌入路径可能同时存在并发挥作用。比如，组织嵌入的同时，往往伴随着资源

和规则的嵌入。资源嵌入也往往与相应的规则相匹配。为了更透彻地分析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底

层逻辑，在后文会有意 “遮蔽”了某些方面以凸显主要的嵌入作用机制。

图 1 农村集体经济新内生发展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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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典型案例选择与多案例比较分析

1.典型案例的选取

为了确保讨论更具有针对性，本研究遵循案例研究中的典型性抽样原则，选取江苏省 4个村的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实践案例作为经验材料。从研究典型性来看，案例具有代表性，即该案例具备

较大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案例类型呈现多元性，即所选案例在资源类型、实践路径等方面均体现

多元化特征；案例支撑材料具有全面性和真实性，即能够最大程度地获得多方面的一手资料。

本文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收集第一手资料。2023年 6月和 11月，笔者和所在团队

先后进行为期 6天的实地调研，其间访谈了县农业农村局领导及工作人员、镇（街道）政府领导及工作

人员、村干部、村民小组长和普通村民等，获取了县域政府相关政策、村庄基本概况、集体经济发展历

程、村党组织书记简历等关键信息。调研信息以笔记、图片和文档的形式加以记录保存，整理汇总形

成个案研究资料①。

2.案例描述与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1）靖江市DS村：引入外部人力资本的农旅综合开发模式。DS村②地处靖江市西南部新桥镇，

东与三兴小区接壤，南距长江 1公里。辖区总面积 2.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1800亩。长期以来，村两

委班子软弱涣散，社会矛盾复杂，经济发展薄弱。2008年，村集体收入只有 2.3万元，多年累计债务高

达 50万元。近年来，DS村大力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引入外部人力资本，进行农旅综合开发，

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

DS村的新型集体经济是一项综合性工程。工程核心在于引入外部人力资本创立了“江苏德胜

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胜公司”）。YHJ是现任村支书，YDQ是公司法人代表。YHJ
和YDQ都是本村人，他们长期在外创业，是资产几千万的民营企业家和外资企业部门经理，拥有丰

富的管理经验和开阔的视野。在公司股权结构中，YDQ占 51%，村集体占 49%。在公司运营中，建

立“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围绕区域优势产业，流转全村 98%的土地，组建生产基地；开发村域旅

游资源，把生产基地、仓储物流、互联网销售、休闲观光融为一体；打造“德胜村”品牌并推广，相继推

出“德胜村”牌咸鸭蛋、咸秧草等系列农副产品 50余种，促进了德胜村特色农产品走上产业化发展道

路；以“买全国卖全国”的经营理念，对接采购全国各地农产品，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销往全国，

推动“小农户”融入“大市场”，全方位满足市场需求。2022年村集体收入增长至 360万元， 2023年预

计可以达到480万元，跨入泰州强村第一梯队。

DS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成功引回YHJ和YDQ两位乡贤，他们充分发挥商业才干，以市

场为导向，创立德胜公司并以其为载体，把外部人力资本、技术、市场、社会资本等资源，通过组织嵌

入和资源嵌入两种主要路径，与村庄内部的土地、环境等自然资源，咸秧草等产业资源和村庄劳动力

有效对接整合，开发了系列农产品。通过公司运营的方式，成功激活了德胜村的经济潜力，构建了一

个以外部人力资本（及其拥有的社会资本）为主导，集资源整合、产业融合、市场开发、生态保护与可

持续发展于一体的新内生发展模式。

（2）宜兴市 JL村：引入发展启动资本的合作农场模式。JL村地处宜兴市东北部，隶属芳桥街道。

全村面积 3.33平方公里，农户 840户，总人口2660人，耕地面积 3300亩，是一个典型的平原水乡，没有

特殊的资源优势。2015年开始大规模流转村庄土地建立合作农场，通过规模化机械化生产实现集体

经济增收。2022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 730余万元，集体可分配收入 1336.8万元，村级存款达到 2500
万元。

JL村是典型的平原农业村，主要种植稻麦大田作物，分散种植的经营效益非常低。2009年，JL
村争取到多类资金项目，把村里的闲散土地和抛荒土地收归集体，并有序流转农户经营的土地 2800

①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除非特别说明，皆来自课题组调研所得。

②    依学术惯例，文中所涉人、村名均做匿名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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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亩，率先在无锡建立了第一家村办合作农场，改造公共设施，购买农机，进行规模化经营。合作农

场采取“村委负责+集体生产+分片管理”的模式，雇佣村民进行生产，分片按季聘请专人负责农场

的日常管理，长期雇佣和农忙短期雇佣相结合，聘请农机手进行生产性服务。这一管理模式不仅降

低了成本、节省了人工，而且显著提高了亩产，每年的种植收益就达到 100万元。合作农场采取“租金

保底+盈余分红+工资收入”的收益分配方式，农户每亩租金加分红近 1000元。在政府下拨的 300
万元智慧农业发展资金支持下，与苏州某公司合作，开发了 700多亩的“无人农场”和“智能育秧室”，

并配套了探头、自动灌溉系统、无人操控农机等一套设施。在种植生产的基础上，JL村还积极延伸农

业产业链条，再次利用上级政府的扶持资金，建立了烘干中心、米厂等配套设施，不仅加工合作农场

的农产品，还服务周边种粮大户和村民，增加集体经营性收入。此外，JL村以稻麦高产增效创建项目

为载体，开发 1000亩高标准农田种植有机水稻，注册“锦尊”大米商标，深耕品牌建设，其收益比普通

稻米高50%以上。合作农场每年上交村集体100余万元利润。

JL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实践充分揭示了外部资源，主要是政府扶助资金和项目，通过资源嵌

入路径进入村庄，在村“两委”的积极运作下，激发村庄土地、劳动力、管理、服务和创新的生产潜力，

举办合作农场并以此为载体聚合村庄内外部资源，实行规模化、机械化和自动化种植，大大提升了稻

麦种植效益。同时，向上向下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创造服务收益；打造农业品牌，提高经济收益。金

兰村也实现了从“农业穷村”向“农业致富”的转变，村级可分配收入从不足 3万元增加到目前 1000余

万元，走出了一条强村富民的“金兰之路”。

（3）宜兴市MQ村：引入外部农业企业的“村企联建”模式。MQ村地处宜兴市徐舍镇北部，紧邻

镇政府，交通便利。村域面积 4.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3954亩，人口近 4000人，是较为典型的圩区纯

农业农村。MQ村有近 800年的建村历史，因村中大姓宗氏族人在祠堂遍种桂花（木樨）而得名。前

些年，村中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创业，集体经济薄弱，2005年村级收入不足 60万元。近些年，

村庄环境改善，引入外部企业并进行玫瑰花多元化开发和经营，外出人员逐渐回流，集体经济也获得

很大发展，2022年村级可分配总收入达到2000多万元。

MQ村集体经济一直比较薄弱，除了土地、鱼塘，村庄没有特别的资源禀赋，仅仅依靠村庄内部资

源发展集体经济的方法途径比较有限。2016和 2017年 MQ村举办了两届“花田灯海艺术节”，获得

230多万元门票收入，攫取了发展集体经济的“第一桶金”。之后，在村工作 22年的ZHD书记带领村

“两委”主要干部，自费四赴云南，带着MQ村土壤检测报告，说服云南柏莎科技有限公司法人、玫瑰

花种植专家LJ来村合作。LJ带着资金（160万元）、技术和玫瑰花苗，与MQ村联建成立了宜兴市淳

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淳美公司”）。在公司股权结构中，云南柏莎科技有限公司占比

32%，MQ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占比 10%，两位乡贤出资共 1300多万元，占比 58%。公司正常运转以

后，两位乡贤把股份无偿奉献给家乡，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占比达到 68%。MQ村派驻党员干部到淳

美公司挂职，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优势，以 800元每亩的价格流转村庄土地 1000多亩，组织 200多名村

民参与玫瑰花种植和日常管护，解决企业发展用地用工问题。后又联合江南大学食品学院等科研单

位，开展产学研合作，生产和研发食用玫瑰花、美妆、芳香、饮品等系列产品，开展线上线下销售。依

托村企合作，之后，MQ村成立了全资旅游文化公司，开展乡村旅游和教育培训，既带动淳美公司产品

销售，又带动村庄民宿、农家乐大发展。2022年公司销售额达到 800多万元，2023年预计达到 1500多

万元，其中经营性收入达到150多万元。

MQ村引入外部农业企业云南柏莎科技有限公司，与村经济合作社共同创建新的混合所有制企

业淳美公司，通过混合经营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吸纳外部资源要素开辟了通道[30]。依托淳美公司这

一载体，通过资源嵌入和组织嵌入路径，把外部市场、外来资本技术与村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商业

资源（“美栖花田”特色品牌）、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有机整合，打造了一条以花为媒，集食用玫瑰种植、

产品深加工、科普教育、观光休闲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条。美栖村的发展探索出了一种较为成功的村

企合作联建模式，实现了村集体与村民双增收，村集体与企业双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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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惠山区 YD村：资金整合抱团发展模式。YD村隶属于无锡市惠山区玉祁街道，区位优势明

显，工商业基础较好，基本实现了非农化。但是资源零散，村集体经济发展相对较为薄弱，与周围 5个

村同属于经济相对薄弱村。在街道协调下，YD与YX、YR等 6个村（社区）整合资源资产资金约 2000
万元，成立镇村联合发展平台——无锡惠腾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惠腾公司”）。YD村借助

惠腾公司这一平台，不断盘活村中资产资源，投资厂房门面，增加村集体“造血”功能，集体经营性收

入不断增加。2023年底，集体经营性收入近500万元，集体资产总额近5000万元。

由于历史原因，玉祁街道辖区内经济相对薄弱村较多，包括YD、YX、YR等 6个村。它们汇聚各

村资产资源资金，作为原始注册资金，成立惠腾公司，抱团发展。经济相对薄弱村在争取上级政府项

目资源方面有政策支持，使得惠腾公司的原始资金可以撬动更多资金投入村集体经济发展。在项目

投资比例中，区和街道分别投入 45%，参与项目的有关村通过惠腾公司平台只需投入 10%，而且租金

提前给付到村集体。在惠腾公司管理运营方面，1个街道和 8个村（社区）①作为股东共同参与管理和

经营，产生收益按出资比例分至村集体。玉祁街道成立镇村联合发展决策委员会，定期召开工作例

会，负责惠腾公司的决策管理和监督；成立村级财务监管中心，实施非现金结算制度，运行集体资产

监管平台。2022年，加入联合平台的 8个村（社区）稳定收入达到 8000多万元，用于各村分红的收益

达到 1003万元。2023年，截至调研，惠腾公司新增投资 4000多万元，购买了两个标准化厂房，年租金

250万元。

“抱团发展”是近年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模式，其特征是根据村级经济基础、区位特征、资源条

件等实情，强化资源要素整合[31]。YD村与其他抱团发展的经济薄弱村，凭借自身的区位优势和基础

条件，积极争取政府扶持项目和资金；以惠腾公司为平台载体，通过资源嵌入和规则嵌入两条路径，

把点状闲散资源串联成线，打造优质资源包统一管理；又收购标准厂房、商业店铺，进行市场化运营、

项目化运作以增加集体收入。这种“村村合作”抱团发展集体经济的做法，突破了镇与村、村与村之

间的藩篱，克服了单个村（社区）单打独斗发展的困难和局限性，探索出变“输血”为“造血”的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新模式，拓宽了村级收入来源。

三、农村集体经济新内生发展的底层逻辑

与面临失去独立性风险的外生发展和排斥外部力量的内生发展不同，新内生发展强调村庄内外

部资源的有效互补性和资源拥有者的平等性，各方平等开放，在实现农村集体经济增收的同时实现

各资源主体自身的合法权益。在平等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规则体系，利益相容

的激励机制，如此才能激发参与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为了让村庄内外部资源整合有具

体载体，让规则体系落地，新内生发展客观上要求创新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组织形态以及与之相匹配

的治理机制。所以，农村集体经济新内生发展的底层逻辑可以概括为资源有效互补的发展基础，与

组织载体相匹配的治理机制以及多元主体激励相容的利益关系（见图2）。

1.农村集体经济新内生发展的基础：有效互补的内外部资源

农村集体经济新内生发展就是借助外部资源，开发处于沉睡状态或低效使用的农村内部资源，

以激活村庄资源的潜能并实现资源增值[32]。现实中有部分村集体经济组织依靠自己已有的积累就有

能力进行开发并实现集体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的目标。但是，有更多的村庄并没有这么优良的资源

禀赋和发展能力。而且，还有很多经济薄弱村并没有积累起可用于开发的经济积累，也没有可以凭

借的资源禀赋。所以，农村集体经济新内生发展的基础在于村庄内外部资源有互补性，这样才能实

现最优化配置，继而充分调动各类资源的生产能力，推动集体经济发展。

从调查情况来看，不同类型的村庄，其拥有的资源禀赋差异极大。村庄内外部资源的禀赋以及

互补程度千差万别。从总体情况看，缺少乡村资源开发资金似乎是制约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①    经济相对薄弱村每两年进行一次动态调整，原先加入的 6个村，脱贫以后不愿意退出，又新增加 2个村，所以目前参与惠腾公司

抱团发展的村（社区）共有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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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也是最为普遍的一种现象。缺少开发资金，如果没有外部的资金引入，集体经济发展就有可能

长期陷于某种锁定状态而无法有效启动。面对这一状况，为了解决“拓荒成本”的问题，政府主动介

入是必要且可行的选择方案。事实上，地方政府也一直是这么做的。它们通常通过项目方式给予村

庄财政资金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首先借助这些资金来盘活低效率使用或闲置的土地、集体资产

等资源，以收取定额租金或入股等方式实现资源保值增值[33]。JL村在发展集体经济过程中，对上级

政府财政资金和项目的倚靠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MQ村除政府财政资金项目支持外，还大量引入

了乡贤投资和捐赠的资金以及外部企业自带的资金；与YD村一起抱团发展的村庄，虽然将自有资金

资源集中起来 “集腋成裘”，形成了推动集体经济发展的“第一桶金”，但是在投资 45%+45%+10%
的比例中，90%的投入依然依靠上级政府。

无论是来自上级政府还是外部其他途径，在获得启动资金以后，才能撬动村中各类资源，开发特

色农产品，发展深加工产业，提高产品附加值，延长农业产业链，促进村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

农村集体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MQ村将自然资源与外部市场、外部企业资金和技术支持相结

合，探索出集体经济发展中资源优化配置的另一配比模式。DS村则将自己的滨江区位优势、产业资

源与外来人力资本、技术和市场有效结合，通过农产品深加工和市场开发来壮大集体经济收入。在

上述各个案例村的发展中我们不难发现，内外发展要素有效互补形成的“双轮驱动”成为农村集体经

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2.农村集体经济新内生发展的载体调适：匹配的治理机制

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依赖集体经济组织及其联合、衍生的组织形态，它们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

了组织载体和平台。威廉姆森认为，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是适应性问题，即组织需要随着环境和交

易的变化而调整其结构和治理方式，包括自发适应和协作适应，简单的治理结构适用简单的交易，复

杂的治理结构应对复杂的交易[34]。在村庄内外要素互补的基础之上，要想这些资源产生效益，还要考

察内外部发展要素的有机组合问题，即通过什么形式、什么路径、在何种载体上实现各类发展要素的

有效结合。新内生发展框架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外部资源的嵌入不言而喻。但是，外部资源嵌

入的多寡、嵌入路径是单一还是复合、内外部资源结合形式以及融合程度，特别是作为集体经济发展

载体的组织形态是简单还是复杂，客观上要求建立与之相匹配的治理机制。在前文四个案例村的集

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JL村和YD村适用简单的治理机制，MQ村和DS村适用复杂的治

理机制。

（1）简单治理机制的运作逻辑。根据前文分析，JL村和YD村的集体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种简单治

理机制。简单治理机制所依托的组织载体结构相对简单，交易形式和内容较为单一，交易环节较少。

在调研的案例中，它们属于村庄内部的经济合作社组织和独立于村庄之外的商业投融资平台惠腾

图 2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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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YD村及其周边经济薄弱村在街道参与协调下实现抱团发展，开启村村合作的集体经济发展项

目。村庄间的自发性适应体现在基于各自的资源优势进行合作，共同投资厂房、门面等“物业经济”。

惠腾公司的管理运营相对比较简单，包括YD村在内的各村负责人和街道有关部门建立了决策、运营

和管理监督委员会，基于一定的规则开展集体经济投资和利润分成。这种参与性的治理机制确保了

物业出租项目与参与村庄的实际需求和利益相符合。为应对可能出现的纠纷和风险，惠腾公司还建

立了一套规章制度，涉及租赁合同的制定、租金的收取与管理、物业的维护与修缮等。从一定意义上

说，惠腾公司的管理并没有实现完全的企业化，聘用职业经理人。因为公司主要涉及租赁经济，内容

比较单一。由于政府扶助资金的加持和物业经济租金的先期支付，惠腾公司的盈利相对稳定，市场

风险较小，在简单的治理框架下即可实现政府扶助资金项目和村庄优势资源资产的有机结合，保证

参与“抱团发展”各村的利益与分红。

与惠腾公司外在于村庄组织结构之外有所不同，JL 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基于村庄自建的合作农

场。合作农场是村庄内部组织，所要协调的主要是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小农户之间的关系。在承接政

府扶持资金和项目之后，流转小农户土地实现规模经营。同时，延伸稻麦种植产业链条，增加技术含

量，打造精品稻米品牌，从单一规模化种植向生产、加工、服务一体化发展。JL村的合作农场通过规

模效应和社会化服务，增强了小农户与市场的谈判能力，降低了市场风险，实现了集体经济增收。JL
村的合作农场作为实施政府资金项目的组织载体，一头链接小农户，一头链接市场，把政府、农户和

村集体经济组织三方行动主体协调起来，交易成本大部分在村级组织层面已经被降低，所以是一种

相对简单高效的运营机制。

（2）复杂治理机制的运作逻辑。外部资源通过一定的组织载体嵌入村庄内部，一般会采用企业

化运作方式发展集体经济，内外部资源的组织载体就是联建或者引入的企业。这就需要建立明晰的

产权结构，村庄内部的集体经济组织产权改革也需要跟进。这是企业化运作发展集体经济的前提条

件。在“德胜公司”和“淳美公司”的产权结构中，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外来投资所占的股权比例有明确

的划分，德胜村占股 49%，“归巢”的乡贤 YDC 占股 51%；MQ 村在接受乡贤捐赠的股份之后占比

68%，云南柏莎科技有限公司占比 32%。这两个公司都是一种混合经营模式。混合经营模式有利于

吸纳外部的资金技术进入村庄，以公司为组织载体，实现村庄内外资源的有机结合和优化配置。

在公司治理和发展中，集体经济组织所在的村两委一般会在企业中派驻村干部，参与企业决策、

运营和监督，有利于通过村干部撬动全村的社会资本，为公司发展链接更多外部资源，争取更多发展

机会，在吸引政府投资、帮扶项目上，也颇具竞争优势。以现代公司为载体，采用现代企业运营模式，

可以有效提升农业产业发展水平，促进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DS村在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面向

区域和全国市场，生产、代加工和销售各类农产品，并把生产基地、仓储物流、互联网销售、休闲观光

融为一体，实现了农旅综合开发。MQ村成功打造了一条以花为媒，集食用玫瑰种植、产品深加工、科

普教育、观光休闲等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条。

由DS村和MQ村两个案例的分析可知，以企业化运作为主要形式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以组织

嵌入为主要形式和基本前提，再加上规则嵌入和资源嵌入，以现代企业组织为基本载体，把内外部资

源有机整合起来，实现弱小、分散、闭塞的家户与外部大市场的有效链接[35]。组织嵌入的成功实施，在

于内外发展要素的拥有者具有共同的价值理念和目标追求，并且建立起了合作互信的共生关系。同

时，也需要村庄在治理机制上进行更多自发与协作的适应，以满足合作发展的动态需求。当企业引

入新技术或者延长产业链时，村庄需要调整其劳动力培训内容和资源配置，确保与企业的发展同步。

考虑到村集体与企业交易的复杂性，治理结构的细化也尤为重要，不同于村庄内部简单的交易和决

策过程，与企业的合作涉及更多的权益分配、风险管理和长期规划。适应上述发展要求，需要建立复

杂治理机制以充分降低交易成本。

无论是简单的治理机制还是复杂的治理机制，村集体经济新内生发展需要在多元行动主体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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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长期稳定的共生关系。无论是以企业化运营还是以规则为主要形式，内外部多元行动主体需要

在互补、互利等层面实现深度联结，通过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来持续深化“共生关系”，从而建立起

“以村（社区）为本”的共享价值理念，实现新内生发展的可持续性[36]。

3.农村集体经济新内生发展的动力：激励相容的利益关系

利益驱动是人类经济行为发生的最基本、最直接的动力。农村集体经济新内生发展最重要的动

力机制是利益驱动。利益关系不仅包括集体经济组织及其组成人员与外部资源提供者之间的利益

关系，也包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主要是集体经济组织与成员之间、集体经济组织与项目经营管理者

之间的利益关系。在村集体经济发展中，各利益主体之间互相关联，不同主体之间由于利益诉求不

同，不可避免存在利益冲突。如何建立一种激励相容的利益关系，调动各个行动主体的积极性，推动

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就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激励相容主要用于解决委托代理关系中可能产生的代理人问题, 即因目标函数不一致、信息不

对称等原因导致代理人行为偏离委托人目标函数的现象。在集体行动中，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同时

存在参与约束和激励约束。参与约束也称个人理性约束，指在合作机制中参与者现状不比合作前的

状况差，参与即可获得收益。激励约束指代理人选择委托人最大效用行动时获得的期望效用不低于

其他行动选择下的效用水平，即委托人和代理人的预期收益同时实现最大化[37]。

在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所建立的利益关系中，无论在何种组织形式中，实际管理运营者与资源所

有者之间普遍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只有在多个行动主体之间建立起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机制，确

保各方的合理收益，才能为集体经济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在DS村案例中，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公司

法人按照 49%和 51%的持股比例进行利益分成，公司与雇佣农民之间按照劳动力的市场价格支付

工资，兼顾了村集体、公司和农户个人三方利益。在MQ村淳美公司的案例中，村集体与引入的云南

公司股东以 68%和 32%的持股比例进行利润分成，公司聘用 2名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和公司雇

佣的工人按照市场价支付工资，不参与分红。YD村等参与“抱团发展”的村庄，玉祁街道不参与收益

分配，所有物业经济所得租金，按照参与投资村庄资源量的多少进行租金分配。JL村合作农场的收

益分配主要发生在村集体和流转农户之间，采取“租金保底+盈余分红+工资收入”分配方式，实现

了村集体和小农户的双赢。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 4个典型案例村中，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方和村民之间建立了较为公平公

正的激励相容关系，各方都在集体经济的发展中获得了可观的收益。这是因为DS村、MQ村的农业

公司以及玉祁街道的惠腾公司，其产权结构明晰，按照股权结构容易实现利益分配。JL村的合作农

场，是一类特殊的集体产权，被流转土地的农户，其收益由三部分构成：村集体按照每亩 600斤稻谷的

政府收购价作为保底租金，外加当年的盈利分红和日常参与农场劳动和田间管理的工资收入。在这

一分配方案下，比单纯土地流转给大户经营或者抛荒外出务工所获得的收益更多，对村民产生了激

励作用。但是在调研中，课题组也发现，在村集体获得了集体经济发展的分成以后，由于农村集体经

济的特殊性，作为经营管理者的村干部并没有获得进一步的分红。从村集体与村干部这一层委托-
代理关系来看，两者之间的激励相容关系并不是完全按照经济效益来核算。在调研的村庄中，村书

记作为集体经济发展的第一责任人和带头人，其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他们都是秉承党性和公心，带

领和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和村民增收；他们自身并没有在村集体经济的增长中获得相应的利益。在

领取县级财政下拨的工资之外，根据年终乡镇街道的考核结果，获得一部分绩效奖励。除此以外，对

于村书记的激励还有上级政府颁发的各类荣誉，以及代表村庄竞争上级政府各类扶持项目时的优势

地位。

四、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本文根据新内生发展理论，构建村庄外部资源与内部资源有机融合的新内生发展框架，通过对

DS村、MQ村、JL村、YD村等 4个村庄集体经济发展案例的深入剖析，验证了新内生发展逻辑框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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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

通过调研分析，我们可以对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外部资源如何进入村庄并实现与村庄内部资

源的优化配置？”“农村集体经济新内生发展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进行初步回答。从生产要素的角度

来看，资金、技术、人才、信息、数据、土地等都是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资源嵌

入就是把村庄内部较为稀缺的资金、技术、数据、人才、管理等生产要素补充到村庄内部，激活村庄劳

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发展潜力。外部生产要素补充到村庄内部，是市场与政府两只手共同作用的

结果，“两只手”为生产要素进入村庄划定了路线，设置了规则，让内外部生产要素通力合作、各得其

所。从这个角度来说，规则嵌入为村庄内外部生产要素的整合以及集体经济发展设定了基本的行动

框架，尤其是监督和激励机制。在基本的行动框架内，要实现村庄内外部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不是简

单的组合，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外部市场更紧密链接，使其充分融入市场环境并减少交易成本，

客观上就需要创新组织载体并建立与之匹配的治理机制，这就是组织嵌入的必要性。三种嵌入路径

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支撑的组合体，就像此岸的旅客乘坐船舶或者通过桥梁成功到达彼岸，与自

己的伙伴汇合继续下一段旅程一样。在这一过程中，乘客、船舶（桥梁）、约定的时间地点、路线等都

是缺一不可的。在前文 4个案例的分析中，为了更透彻地剖析，选择聚焦某一或者某两个路径，这并

不代表其他的嵌入路径不存在或者不重要。

行文至此，通过对江苏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多案例分析，验证了新内生发展理论框架的适

用性并揭示了其底层逻辑。古语有云：驾言各勇往,实践仍精思。实践探索和理论探析越是深入，越

是给我们留下更大的空间，启发我们更多的思考：第一，村“两委”如何在集体经济新内生发展模式中

更好发挥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的规定：“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应当因地制

宜推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领导和支持集体经济组织管理集体资产，协调利益关系，组织生产服务和

集体资源合理开发，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确保农民受益。”作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直接主管者

和主体，村级组织如何精准定位并发挥统领作用？如何协调好政府、市场、集体经济组织载体以及自

身之间的多重关系和多重组织逻辑？实践证明，一个团结而且富有战斗力的村级党组织和视野开阔

胸怀宽广的村支书在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不可替代。他们如同发展的“主心骨”，把握发展方

向，探索发展路径，同时在市场化进程中兼具资源动员和整合的能力[38]。其二，上级政府和部门如何

为农村集体经济新内生发展保驾护航？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的资金、项目成为发展集体经济的“第

一桶金”，是撬动村庄资源的有力杠杆；地方政府还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可靠担保方。地方政府

如何“在场”而不“越位”和“错位”，不仅是对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挑战，也是村级集体经济实现新内

生发展的关键所在。其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何与市场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而又有效规避市场风

险。中央多次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面向市场

组织生产和服务；这也同时意味着集体经济不可避免会遭遇市场风险。而农村集体经济具有保障兜

底功能，并不是一般的市场主体。所以，在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机

遇与风险之间的关系，是促进农村集体经济新内生发展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深思的问题。综上所述，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内生发展模式不仅有效调动内外部资源，而且在一些体制机制作用下实现

其有机整合和叠加效应；不仅充分发挥了政府在政策引导、资源扶持及监督管理中的角色功能，也

促进了基层组织与市场机制的深度耦合联动，为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持续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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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 Rules， Organizations： A New Endogenous Explan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es：Based on 

Multiple Case Studies in Jiangsu Province 

YAO Peixin， GE Xiaoru

Abstract Developing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es， as a key to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
tion， requires not only the establishment of clear property rights， sound governance structures， stable 
business operations， and fair profit distribution mechanisms， but also the exploration of innovative path⁃
ways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growth. Based on the New 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ory，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where external production factors can be embedded into villages via 
three pathways： resources， rules， and organizations， effectively unlocking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internal production factors. Through investigations of four typical case villages in Jiangsu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zes four development models： introducing external human capital for integrated agricult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leveraging start-up capital to establish cooperative farms， partnering with external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for joint village-enterprise development， and achieving collective development 
through resource integrati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resource embedding provides villages 
with rare resources and optimizes the alloc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rule embedding offers 
a basic foundational framework for the entry and integration of external resources， and organizational em⁃
bedding reduces transaction costs and enhances the productive efficiency of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
sources.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the new 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the new-typ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effective complementarity of resources，governance mechanisms that 
align with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and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among diverse stakeholders. 

Key words new endogenous development；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resource complementarity； 
governance mechanism；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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